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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和防御型建言的差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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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普遍从建言行为的建设性意图特征出发, 探讨其关键前因、产生机制和情境因素, 但却较少关注

建言行为的工具性目的。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本研究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工作压力影响员工建设型建

言和防御型建言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某建筑企业 386 名员工进行两阶段调查, 结果表明：工作压力与

防御型建言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与建设型建言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自我损耗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另外, 领导开明性

正向调节自我损耗和建设型建言的负向相关关系, 并正向调节工作压力通过自我损耗影响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应。 
关键词  工作压力; 自我损耗; 建设型建言; 防御型建言; 领导开明性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 仅依靠管理者掌握

的信息以避免组织决策失误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

管理者逐渐意识到, 员工关于工作相关的意见或建

议, 能在持续迭代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和完善组织系

统, 降低组织风险, 提升组织效能。因而, 员工建

言近年来成为管理实践者关注的热点。比如阿里巴

巴邀请品牌企业为提升服务质量建言献策, 华为公

司为敢说真话的员工升职加薪等。同时, 鉴于建言

的重要性, 研究者对其产生机制和边界条件进行了

深入探讨(Burris, Detert, & Chiaburu, 2008; Liang, 
Farh, & Farh, 2012; Weiss, Kolbe, Grote, Spahn, & 
Grande, 2018; Zhou & George, 2001)。尤其对高工作

压力组织(如医院、建筑业等)而言, 由于存在较大

的工作压力(Hammer et al., 2016; Kelloway, Nielsen, 
& Dimoff, 2017), 员工建言的产生机制更加复杂, 
因而该情境下的建言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

问题(Conchie, Taylor, & Donald, 2012;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Tucker & Turner, 2015)。 

值得注意的是, 建言研究仍有一些亟需解决的

问题。第一, 以往研究缺乏对建言行为的工具性目

的探讨。研究者对建言行为的探讨目前多基于建设

性意图(e.g., Frese, Teng, & Wijnen, 1999; van Dyne 
& LePine, 1998), 忽视了将建言作为平衡资源手段

的角度。在高工作压力组织中, 由于需要消耗大量

资源去应对工作压力 , 员工的自我损耗比较明显 , 
他 们 有 可 能 通 过 建 言 维 持 或 拓 展 个 人 工 作 资 源

(Boddewyn & Brewer, 1994; Ng & Feldman, 2012); 
第二, 以往研究缺乏对工作压力和建言内容之间关

系的探讨。高工作压力组织中, 工作压力水平不同, 
员工资源保存、资源获取的不同目的所导致的建言

内容也存在差异。有些个体为了规避因工作资源的

进一步流失而导致个人绩效的降低, 呼吁采取防御

措施以避免工作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另一些个体则

为了拓展工作资源以实现更高的个人绩效, 呼吁采

取革新措施以促进工作环境的优化; 第三, 以往研

究缺乏对不同内容建言行为的产生机制和边界条

件的探讨。员工建言的目的不同、表达内容不同, 导

致建言的产生机制和边界条件也可能存在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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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因此, 学者们呼吁要精细化界定建言内容的

产生机制、边界条件(Li, Liao, Tangirala, & Firth, 
2017; Maynes & Podsakoff, 2014)。 

本研究探讨工作压力是否影响、如何影响以及

在何种条件下影响建言行为。本研究主要有三点理

论贡献：首先, 通过提出并检验工作压力对建言行

为的差异化影响效应, 本研究从工具性视角探讨了

员工建言行为。高工作压力组织中, 有的员工为了

实现工作绩效的提升, 倾向于表达如何改进工作制

度和业务流程条件等想法; 而有的员工担心环境改

变而降低绩效, 倾向于对组织的政策、程序、工作

实践的改变表达反对意见。其次, 通过引入资源保

存理论, 本研究刻画了工作压力对建言内容的影响

机制。作为描述个体在不同资源条件的行为策略选

择, 资源保存理论较好地诠释了高工作压力组织中

的个体为实现资源保存或拓展的目的而选择不同

行为策略的过程(Halbesleben, 2006), 被广泛用于

解 释 工 作 压 力 环 境 中 的 个 体 行 为 模 式 的 差 异

(Brotheridge & Lee, 2002; Grandey & Cropanzano, 
1999; Halbesleben, 2006; Hobfoll, 1989)。最后, 契

合近年来学者关于研究不同内容建言行为的产生

机制及边界条件的呼吁(Li et al., 2017; Maynes & 
Podsakoff, 2014), 我们在构建工作压力通过自我损

耗影响建设型、防御型建言的中介模型基础上, 检

验了领导开明性对工作压力效应的调节作用 , 以

期能够为管理者激发员工建言行为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 
建言行为 , 即发表与工作有关的意见或建议

(van Dyne, Ang, & Botero, 2003), 被引入到组织行

为 学 领 域 后 , 便 引 起 了 学 者 们 广 泛 的 探 讨 (e.g., 
Burris et al., 2008)。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建言行为具

有角色外行为的特征(e.g., Grant & Ashford, 2008)、
建设性意图的特征(e.g., LePine & van Dyne, 1998; 
Morrison, 2011)和挑战现状的特征 (e.g, Detert & 
Burris, 2007; Edmondson, 1999)。随着研究不断深入, 
Liang, Farh 和 Farh (2012)基于建言内容的不同, 提

出了促进型建言和抑制型建言的行为结构。然而, 
后来有学者认为建言并不一定是意在改善组织现

状、出于利他或利组织的考虑。相反, 建言很可能

是个体出于自身角度的考量 , 具有个人目的。如

Maynes 和 Podsakoff (2014)把建言定义为“致力于

影响工作环境的个体自愿行为”, 并提出了建设型

建言和防御型建言的概念, 其中建设型建言是表达

推动工作环境改变的观点; 防御型建言是表达反对

改变组织政策、程序和做法的观点, 即使这些改变

可能是有必要的。在高压力组织中, 由于工作压力

较大, 自我损耗程度不同, 个体维持、拓展资源的

策略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而通过建言对工作环

境施加影响以实现个体资源平衡的诉求较为强烈, 
这与建设型建言和防御型建言的概念内涵及隐含

假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而, 本研究主要围绕建

设型建言和防御型建言来展开。 
1.1  工作压力和建言行为 

高工作压力组织中 , 员工面临着多重目标(如

医院员工既要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 又要管控自我

情绪; 建筑工人需要高效率的完成生产任务, 又要

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自我损耗较为明显(Hammer 
et al., 2016; Israel, Baker, Goldenhar, & Heaney, 
1996; Kelloway et al., 2017), 员工通过建言策略以

平衡个人资源的诉求比较强烈(e.g., Seibert, Kraimer, 
& Crant, 2001)。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 当工作

压力较小时, 由于工作资源比较充足, 员工更加关

注如何优化环境条件, 以便其获取更多的工作资源, 
倾向于做出建设型建言。当工作压力较大时, 由于

工作资源比较匮乏, 员工更加聚焦于如何规避环境

的恶化, 以避免工作条件恶化而导致工作资源的进

一步损失, 倾向于做出防御型建言。因而, 低工作

压力导致建设型建言 , 高工作压力激发防御型建

言。以往研究也认为, 高压力个体为了防止资源的

进一步损失而做出建言行为, 低压力个体为了获取

更多的资源而从事建言行为(Ng & Feldman, 2012)。
因此得到： 

H1a：工作压力抑制了员工的建设型建言。 
H1b：工作压力促进了员工的防御型建言。 

1.2  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 
自我损耗可以中介工作压力对不同内容建言

的效应。自我损耗是指因自我控制活动而导致的有

限资源的耗费(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 可以刻画工作压力环境中不同个体应

对策略(coping strategy)的差异。当面对繁重的工作

压力时, 个体为了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需要不断调

整自身以匹配组织的工作要求, 因而产生较多的自

我损耗。研究也表明, 当感知到较高的工作压力时, 
个体因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 产生较多的自我

损耗(Clarkson, Hirt, Jia, & Alexander, 2010; 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感知到较高的

工作压力, 个体的自我损耗较多, 其对资源损失较

为敏感, 避免工作现状恶化的动机比较强烈,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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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防御型建言以规避资源的进一步损失; 感知到

较低的工作压力, 个体的自我损耗较少, 其对资源

获取比较敏感, 改变现有工作状况的动机比较强烈, 
因而从事建设型建言以便获取更多资源。 

H2a：自我损耗在工作压力和建设型建言之间

起中介作用。 
H2b：自我损耗在工作压力和防御型建言之间

起中介作用。 
1.3  领导开明性的跨水平调节作用 

作 为 工 作 资 源 的 一 种 重 要 形 式 (Diestel, & 
Schmidt, 2012; Halbesleben, Neveu, Paustian- 
Underdahl, & Westman, 2014), 领导开明性对高、低

自我损耗程度下的员工选择建设型建言还是防御

型建言有关键的影响。领导有资源分配权, 其对待

建言的态度作为信息线索, 影响着员工资源平衡的

不同行为策略选择。以往的研究表明, 较高的领导

开明性向员工传递出了“会认真考虑和采纳员工建

议”的信号(Detert & Burris, 2007; Lebel, 2016; Liu 
et al., 2015), 意味着员工通过建言来维持或拓展资

源以应对自我损耗的目的是极有可能实现的, 因而

增强了自我损耗对员工建言的效应; 较低的领导开

明性向员工释放出“员工建议不会得到重视”的讯

息, 意味着员工通过建言来维持或拓展资源以应对

自我损耗的目的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因而抑制了自

我损耗对员工建言的效应。由此得到： 
H3a：领导开明性调节了员工的自我损耗和建

设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领导开明性越高, 
员工的自我损耗与建设型建言之间的负向相关关

系越强, 反之越弱。 
H3b：领导开明性调节了员工的自我损耗和防

御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领导开明性越高, 
员工的自我损耗与防御型建言之间的正向相关关

系越强, 反之越弱。 
领导开明性作为一种环境线索, 能够影响高、

低压力个体平衡工作资源的策略选择。具体来说, 
当领导开明性较高时, 低压力个体认为, 通过建设

型建言优化现状以拓展资源的目的是可以实现的, 
便会做出建设型建言, 如向领导建议引进新的工具

设备、导入新的管理制度; 而高压力个体认为, 通

过防御型建言避免现状恶化以保持资源的目的也

是可以实现的, 便会从事防御型建言, 如向领导表

达对引入新的工具设备、导入新的管理制度的异议

甚至反对意见。相反, 当领导开明性较低时, 建设

型建言或防御型建言都难以被领导所接受, 此时员

工意识到, 通过建言难以实现其维持或拓展工作资

源的目的, 便会对工作相关的问题闭口不言。研究

表明, 领导开明性较高时, 具有外部威胁感的员工

认为 , 通过建言行为改变环境威胁的可能性较大 , 
因而积极从事建言行为 (Tangirala & Ramanujam, 
2012; Lebel, 2016)。同时, 研究表明领导开明性能

够强化员工的建言意愿, 弱化权力差异消极影响员

工建言的效应(Edmondson, 2003; Detert & Burris, 
2007)。因而： 

H4a：领导开明性会调节员工的工作压力和建

设型建言之间通过自我损耗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 
当领导开明性较高时, 这一间接关系相对较强, 反

之较弱。 
H4b：领导开明性会调节员工的工作压力和防

御型建言之间通过自我损耗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 
当领导开明性较高时, 这一间接关系相对较强, 反

之较弱。 
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江苏某房地产施工企业。

建筑工人不仅要高效地完成规定的生产建设任务, 
同时需要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承有较高的工作压

力(Sunindijo, & Kamardeen, 2017)。而且, 对于这类

安全至关重要的组织 (safety-critical organization), 
建 言 对 规 避 组 织 风 险 、 提 高 组 织 效 率 至 关 重 要

(Tucker & Turner, 2015), 基于研究问题和研究情境

的匹配, 我们选取了建筑工人作为本研究的样本对

象。测量中的所有量表均通过标准的翻译和回译程

序译成中文(Brislin, 1980)。为了消除共同方法偏差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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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采取了一个月滞后、领导评价员工建言行为的问

卷 设 计 模 式 (Ward, Ravlin, Klaas, Ployhart, & 
Buchan, 2016), 分别在两个阶段发放调研问卷。具

体而言, 在第一轮数据收集中, 参与调查的一线建

筑工人报告了个人工作压力和自我损耗的信息, 一

个月后, 我们在第二轮问卷中让一线建筑工人汇报

了其直接领导的领导开明性, 而领导则报告了所在

班组员工的防御型建言行为和建设型建言行为。本

研究除领导开明性采取李克特 6 点量表评分外, 所

有变量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 
共有来自 50 个团队的 400 名一线建筑工人及

其直接主管参与了此次调查。在第一轮调研中, 我

们共向 50 个团队发出 400 份员工问卷, 一共回收问

卷 391 份, 问卷回收率为 97.7%。第二轮调研中, 共

回收员工问卷 389 份及领导问卷 50 份, 问卷回收率

为 97.5%。最终成功匹配员工问卷 386 份, 参与员

工平均年龄为 41.9 岁, 平均工作年限为 15.5 年, 男

性占比为 91.7%, 只有 13.1%的员工接受过大专及

以上水平的教育。 
2.2  变量测量 

工作压力：本研究采用了 Motowidlo, Packard
和 Manning (1986)开发的 4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

“我觉得, 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其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 0.86。 
自我损耗：本研究采用了 Lin 和 Johnson (2015)

开发的 5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工作中, 我时常感

到无法集中精力”。其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0。 
建设型建言 ： 本 研 究 采 用 了 Maynes 和

Podsakoff (2014)开发的 5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

“就如何采用新方式进行工作, 他/她提出了建议”。

其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0。 
防御型建言： 本 研 究 采 用 了 由 Maynes 和

Podsakoff (2014)开发的 5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

“他/她对革新现有工作方法提出了不赞同的意见, 尽

管新方法可能更有效”。其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4。 
领导开明性：本研究采用了 Detert 和 Burris 

(2007)的 3 道题项的量表, 后由 Lebel (2016)进行了 
 

改编 , 具有较好的效度 , 代表性题目如“我的班组

长会考虑我的建议”。其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3。

由于领导开明性在本研究中是一个团队层次的构

念 , 我们将员工评价的领导开明性聚合到团队水

平。计算结果显示, 平均 Rwg = 0.84 (> 0.70), ICC 
(1) = 0.28 (> 0.10)和 ICC (2) = 0.74 (> 0.50), 这说

明该构念能够较好的聚合。 
2.3  数据分析方法 

我 们 首 先 使 用 Mplus 7.0 软 件 (Muthén & 
Muthén, 2012)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并检验工作压力的主效应以及自我损耗的中介效

应。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存在着嵌套效应, 我们

进一步使用 R 软件(http://www.r-project.org/)对中介

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以

增 强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Preacher, Zhang, & Zyphur, 
2011; Preacher, Zyphur, & Zhang, 2010)。接着, 我们

使用 Mplus 7.0 软件检验了领导开明性的跨水平调

节作用, 并根据 HLM 估计出的参数绘制相应的调

节效应图(Bryk & Raudenbush, 1992)。最后, 我们使

用 Mplus 7.0 软件检验了跨水平的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 并进一步使用 R 软件对该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

蒙特卡洛模拟。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我们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检验变量测量

之间的区分效度。CFA 的分析结果显示, 本研究的

测量模型拟合度较好(2/ df = 1.16, CFI = 0.99, 
TLI = 0.99, RMSEA = 0.02, SRMR = 0.04), 且优于

其他备择模型(见表 1)。 
3.2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工作压力和中介变

量、结果变量都显著相关 , 初步符合我们的理论

预期。  
3.3  假设检验 

假设 1a 和假设 1b 分别假设了工作压力对建设 

表 1  测量模型的比较 

模型 2 df 2/df CFI TLI RMSEA SRMR 

五因子模型 230.11 199 1.16 0.99 0.99 0.02 0.04 

四因子模型：合并因变量 892.13 203 4.39 0.78 0.78 0.09 0.11 

三因子模型：合并因变量、调节变量 1124.53 206 5.45 0.74 0.74 0.11 0.13 

二因子模型：合并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因变量 1979.75 208 9.52 0.50 0.45 0.15 0.15 

单因子模型：合并所有研究变量 2588.20 209 12.38 0.33 0.26 0.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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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工作压力 3.88 0.77 (0.86)         

2. 自我损耗 3.89 0.81 0.19** (0.90)       

3. 建设型建言 3.98 0.86 −0.12* −0.28** (0.90)     

4. 防御型建言 3.71 0.73 0.11*  0.21** 0.08 (0.84)   

5. 领导开明性 4.03 0.79 0.11* 0.02 0.01 0.04 (0.73) 

注：N = 386。一致性信度系数标注在对角线的括号里。*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型建言的负向作用和对防御型建言的正向影响, 同

时假设 2a 和 2b 进一步提出了自我损耗在上述两个

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如表 3 所示, 工作压力对建设

型建言(β = −0.14, p = 0.015)和防御型建言(β = 0.11, 
p =0.029)的效应均显著。同时, 工作压力通过自我

损 耗 负 向 影 响 建 设 型 建 言 的 间 接 效 应 显 著 (β = 
−0.06, CI = [−0.090, −0.023]), 工作压力通过自我

损耗正向影响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03, 
CI = [0.010, 0.065])。由于数据存在嵌套情况, 我们

对上述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蒙特卡洛模拟, 基

于 20, 000 抽样和 95%置信区间的分析结果, 工作

压 力 对 建 设 型 建 言 的 间 接 效 应 置 信 区 间 不 含 零

(CI = [−0.094, −0.022]), 工作压力对防御型建言的

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含零(CI = [0.009, 0.067])。因

此, 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了支持。 
假设 3a 和 3b 认为领导开明性会调节员工自我

损耗和两种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如表 4 所示, 领

导开明性负向调节自我损耗和建设型建言的关系

(γ = −0.35, CI = [−0.640, −0.059]), 具体而言, 与领

导开明性处于低水平相比(γ = −0.02, CI = [−0.207, 
0.172]), 当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时, 自我损耗

对建设型建言的负向效应更强 (γ = −0.37,  CI=  
 

表 3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变量 

建设型建言 防御型建言 自我损耗 建设型建言 防御型建言 

直接效应    

工作压力 −0.14* 0.11* 0.20** −0.08 0.07 

自我损耗  −0.28** 0.17**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工作压力 → 自我损耗 → 建设型建言  −0.06 [−0.090, −0.023] 

工作压力 → 自我损耗 → 防御型建言  0.03 [0.010, 0.065] 

Monte Carlo 模拟 95%置信区间, 20, 000 次抽样 

工作压力 → 自我损耗 → 建设型建言  [−0.094, −0.022] 

工作压力 → 自我损耗 → 防御型建言  [0.009, 0.067] 

注：N = 386。*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所报告为非标准化系数。 

 
表 4  领导开明性的跨水平调节效应分析 

分组统计 效应 
(PMX-W) 

总效应 
(PMX)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工作压力(X)→自我损耗(M)→建设型建言(Y1) 

低领导开明性(−1 标准差) −0.02 [−0.207, 0.172] 

高领导开明性(+1 标准差) 
−0.36* 

  −0.37** [−0.577, −0.157] 

高低位差异    −0.35* [−0.640, −0.059] 

工作压力(X)→自我损耗(M)→防御型建言(Y2) 

低领导开明性(−1 标准差) 0.24* [0.044, 0.434] 

高领导开明性(+1 标准差) 
−0.01 

 0.23** [0.059, 0.401] 

高低位差异   −0.01 [−0.270, 0.252] 

注：PMX-W 指自我损耗和工作压力之间关系对领导开明性的回归系数; PMX 指工作压力对自我损耗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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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7, −0.157])。但是, 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

(γ = 0.23, CI = [0.059, 0.401])与较低水平(γ = 0.24, 
CI = [0.044, 0.434])相比, 自我损耗与防御型建言

的正向相关关系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即领导开明性

对自我损耗和防御型建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

显著(γ = −0.01, CI = [−0.270, 0.252])。因而, 假设

3a 获得了支持, 而假设 3b 被拒绝。 
为了直观地描述领导开明性对自我损耗和员

工建设型建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我们绘出了调

节效应图, 如图 2。与领导开明性处于较低水平相

比, 当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时, 自我损耗与建

设型建言的负向关系更强。这说明相对于领导开明

性处于低水平, 当领导开明性水平较高时, 自我损

耗较少的员工拓展资源的愿望较为强烈, 表现出更

多的建设型建言。 
 

 
 

图 2  领导开明性的跨水平调节效应图 
 

假设 4 提出工作压力通过自我损耗对建言行为

(建设型建言和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效应在领导开明

性处于高、低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如表 5, 分

析结果表明：虽然在领导开明性处于低位时, “工作

压力→自我损耗→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应并不显

著(γ = −0.01, CI = [−0.063, 0.052]); 但领导开明性 
 

处于较高水平时, 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

应显著(γ = −0.11, CI = [−0.207, 0.172]), 并且领导

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相比, 工作压力对

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γ = −0.10, 
CI = [−0.201, −0.011])。同时我们发现, 虽然在领导

开明性处于较低水平时, “工作压力→自我损耗→

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效应显著 (γ = 0.07, CI = [0.004, 
0.141]); 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时, 工作压力对

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效应仍显著(γ = 0.07, CI = [0.006, 
0.134]), 但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相

比, 工作压力对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效应没有显著变

化(γ = −0.00, CI = [−0.082, 0.076])。 
接着我们对上述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

间作进一步蒙特卡洛模拟, 结果显示：当团队领导

开明性处于较低水平时(减 1 个标准差), 工作压力

对 建 设 型 建 言 的 间 接 效 应 不 显 著 (CI = [−0.057, 
0.096]); 而当团队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时(加 1
个标准差), 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应显

著(CI = [−0.232, −0.052]); 而且, 领导开明性处于

高位和低位相比, 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

应存在着显著差异(CI = [−0.306, −0.024])。采取同

样的方法, 我们发现, “工作压力→自我损耗→防御

型建言”的间接效应在领导开明性处于低位时(CI = 
[0.004, 0.156])和高位时(CI = [0.000, 0.148])均显著, 
但领导开明性处于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相比, 工作

压 力 对 防 御 型 建 言 的 间 接 效 应 并 没 有 显 著 变 化

(CI = [−0.119, 0.114])。因而, 假设 4a 得到了支持, 
而假设 4b 被拒绝。 

4  讨论 
4.1  结果讨论 

通过对某建筑企业两阶段调查 , 我们发现：  

表 5  领导开明性的跨水平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阶段 间接效应 
因变量 

调节变量 
领导开明性 效应 1 

(PMX) 
效应 2 
(PYM) 

间接效应 
(PMX * PYM) 

95%置信区间 

低位 (−1 标准差) −0.02 −0.01 [−0.063, 0.052] 

高位 (+1 标准差) 
0.30** 

 −0.37** −0.11** [−0.181, −0.041] 建设型建言 

高低位差异 −0.35* −0.10* [−0.201, −0.011] 

低位 (−1 标准差)  0.24* 0.07* [0.004, 0.141] 

高位 (+1 标准差) 
0.30** 

  0.23** 0.07* [0.006, 0.134] 防御型建言 

高低位差异 −0.01 −0.00 [−0.082, 0.076] 

注：PMX 指工作压力对自我损耗的效应; PYM 指建设型建言/防御型建言对自我损耗的效应; PMX * PYM 指工作压力对建设型/防御型建言

行为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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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压力对防御型建言具有促进作用 , 工作压

力对建设型建言具有抑制作用; (2)自我损耗分别在

上述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3)领导开明性正向调

节了自我损耗和建设型建言之间的关系, 但对自我

损 耗 和 防 御 型 建 言 之 间 的 关 系 没 有 明 显 影 响 ; 
(4)“工作压力→自我损耗→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

应受到了领导开明性的正向调节, 但领导开明性对

“工作压力→自我损耗→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效应

并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主

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 将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到建言行为的研究

中, 本研究揭示了个体建言行为的工具性意图。以

往的理论研究, 无论基于建言行为的角色外行为特

征(如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梁建, 2014; 组织认同理

论视角, e.g., 于静静, 赵曙明, 2013; 心理所有权

模型视角, Avey, Wernsing, & Palanski, 2012; 周浩, 
龙立荣, 2012), 挑战现状特征(如社会学习理论视

角, Brown, Treviño, & Harrison, 2005; 计划行为理

论视角, Liang et al., 2012; Ng, van Dyne, & Ang, 
2019; 李锐, 凌文辁, 柳士顺, 2009; 魏昕, 张志学, 
2010; 信息加工理论视角, Liu et al., 2015; 权力的

促进−抑制理论视角, Morrison, See, & Pan, 2015), 
还是建设性特征 (如自我效能模型视角 , 段锦云 , 
魏秋江, 2012; 王永跃, 段锦云, 2015), 均把建言行

为视为具有建设性意图的行为, 并未对个体建言的

工具性目的进行实证探讨。尽管也有研究认为建言

行为能够促进个人地位的提升 (McClean, Martin, 
Emich, & Woodruff, 2018; Weiss, & Morrison, 2019), 
可能被员工作为获取个人利益的手段(Boddewyn & 
Brewer, 1994; Farrell & Petersen, 1982; Ng & 
Feldman, 2012), 但是相关的实证探讨非常缺乏。在

本研究中,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本研究引入了工作

压力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中介变量——自我损耗, 
并用该变量解释了员工建言是个体平衡自我资源

和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性行为, 深化了建言行为产

生机制的研究。 
第二, 本研究基于以往学者的观点, 引入了建

设型建言和防御型建言的概念, 并进一步探索了员

工的工作压力对这两种建言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有

研 究 者 认 为 , 作 为 工 作 压 力 的 一 种 来 源 (e.g., 
Steptoe, & Appels, 1989), 控制感与建言行为呈 U
型关系。具体而言, 当工作控制感较低时, 员工会

表达工作相关的想法, 以防止现状恶化; 当工作控

制感较高时, 员工也会表达建议, 以提升当前的绩

效(Tangirala & Ramanujam, 2008); Ng 等也提出, 压

力因素对员工建言行为可能既有促进作用, 也有抑

制作用(Ng & Feldman, 2012)。本研究认为, 不同工

作压力下, 员工的自我损耗程度不同, 其建言的目

的不同, 建言的内容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

近些年学者呼吁要基于建言的内容去探索不同建

言行为的产生机制, 但是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相当

缺乏(Li et al., 2017; Morrison, 2014)。本研究发现工

作压力会促进防御型建言, 但同时也会抑制建设型

建言。本研究的结论 ,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工作压力和建言行为之间的 U 型关系在先前研究

中未能被验证的原因(Ng & Feldman, 2012), 而且

丰富了基于内容去探索建言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

研究。  
第三, 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领导开明性的跨水

平调节作用。以往研究表明, 领导开明性能够增强

员工的心理安全感, 激发员工的建言行为(Detert & 
Burris, 2007)。本研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

这一观点。本研究发现, 领导开明性能够增强员工

的自我损耗与建设型建言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以

及“工作压力→自我损耗→建设型建言”的间接效

应。但是, 员工的工作压力对防御型建言的影响并

不受领导开明性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高工作

压力组织情境有关, 我们推测, 此情境中的员工将

防御型建言当作缓解其心理压力的一种重要方式, 
导致领导开明性的作用被抑制了。并且以往的研究

也表明, 工作压力较大时, 员工会表达意见以缓解

心 理 压 力 (Iacovides, Fountoulakis, Kaprinis, & 
Kaprinis, 2003; Williams et al., 2001)。因此, 本研究

发现领导开明性对员工建言的情境作用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心理过程, 拓展了领导开明性对员工建言

形成机制的情境研究。 
4.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同时,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 我们假

设领导开明性能够显著增强自我损耗与防御型建

言之间的关系, 并增强工作压力对防御型建言的间

接效应, 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得到支持, 我们推

测高压力个体从事防御型建言可能有助于他们缓

解心理压力。如涉危行业中, 员工需要投入较多的

工作精力, 以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和保持工作场所的

安全可靠性的双重目标; 医疗行业中, 员工防范工

作失误的同时, 还要进行自我情绪管理等, 普遍面

临着较高的心理压力却难以排解的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 高压力个体会通过表达自我意见以减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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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力 , 并 不 在 意 其 主 管 是 否 会 采 纳 他 们 的 意 见

(Iacovides et al., 2003; Williams et al., 2001)。然而, 
在本研究中, 我们并没有对员工通过建言缓解心理

压力这一可能的目的进行控制。未来的研究可以在

控制这一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如在

测量时让员工报告他们通过建言降低自我心理压

力的目的水平。 
其次, 我们认为高工作压力组织中, 工作压力

大小存在差异, 导致自我损耗高低程度不同, 促使

员工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防御型建言或建设型建

言 )应对自我损耗 , 但是由于问卷研究的局限性 , 
本研究并不能证明这种因果关系。依据资源保存理

论, 我们认为自我损耗不同, 个体对获得和损失的

敏感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工作资源相对充足

时, 个体对潜在的资源获取更为敏感, 拓展工作资

源的愿望和目的比较强烈; 而工作资源相对缺乏时, 
个体对潜在的资源损失更为敏感, 保存和维持资源

的动机和诉求比较强烈。但是本研究并没有采用实

验或准实验的方法验证这一解释机制。未来的研究

可以采用实验或准实验研究的方法, 继续探讨这一

解释机制, 如采用心理学关于内隐动机的测量方法, 
在实验中测量不同个体建言动机的差异, 然后检验

压力水平是否通过不同的建言动机影响个体不同

内容建言行为的选择。 
最后, 我们认为领导开明性作为一种情境因素, 

对员工建言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但领导影响

员工建言的作用机制较多,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领

导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其他可能机制。以往的研究

也表明, 感知到较低的人际风险时, 员工会表现出

建言行为(Detert & Burris, 2007; Edmondson, 1999; 
Liu et al., 2015); 同时有研究表明, 领导和员工之

间的积极关系(Smidts, Pruyn, & van Riel, 2001)和
信任也能够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 激发员工的建

言行为, 因此未来的研究, 可以验证不同情境因素

对“工作压力→自我损耗→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 
如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感等 , 
进而丰富当前的建言行为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1)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建言具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防御型建言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2)自我损耗在工作压力与建设型建言、防御

型建言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3)领导开明性对自

我损耗与建设型建言的关系, 以及“工作压力→自

我损耗→建设型建言”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当领导开明性越高时, 上述关系及效应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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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considered voice as a behavior with constructive intention for the 

organization. However, such studies have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voice can b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individuals to achieve their own instrumental goals. Among the few studies that have examined the 
instrumentality of voice behavio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ypes of voice 
behavior motivated by instrumental goals, leading to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rumental sid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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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Henc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voice behaviors as a means of 
satisfying different instrumental goals in pressure situations. 

Specifically, based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we suggest that high work pressure indicates 
threats, increasing individuals’ motivation to conserve resources and thus leading to more defensive voice. In 
contrast, when work pressure is low, the environment is likely to be perceived as benign, motivating the 
expression of constructive voice. Importantly, we highlight the role of leader openness a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Leader openness signals that voice behavior is encouraged and valued, leading to positive 
expectations for employees to maintain or acquire resources through such behavior, which further motivates that 
behavior. In contrast, when leaders turn a blind eye to their employees’ voice, employees perceive that their 
suggestion behavior cannot help them achieve their instrumental goals, and they thus stay silent about 
work-related issues. Taken together, we suggest that work pressure leads to more defensive voice and less 
constructive voice, especially when leader openness is high.  

To test our conceptual model, we conducted a one-month time-lagged study among 386 employees from 50 
teams at a construction site. We found that although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work stres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nstructive voice, they also increased defensive voice. Ego depletion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work 
stress on these two types of voice behavior. Moreov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roup-level leader openness 
significantly reinforced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stress and constructive voice, as well as the 
negative indirect effect of work pressure on constructive voice through ego depletion. Howe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 openness was not observed when testing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work pressure on 
defensive voice. 

This study makes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responding to researchers’ 
recommend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oice behaviors. 
Second, the study drew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o explain the effects of work stress on voice 
behavior,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why people engage in certain types of voic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work stress. Finally, the study highlights leader openness a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clarifying when 
work stress is more likely or less likely to lead to different voice behaviors. 
Key words  work stress; ego depletion; constructive voice; defensive voice; leader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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